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新测度与解读
—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深层次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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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经贸格局的加速动荡必然会导致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继而

呈现脆弱性的风险状态。那么，中国制造业尤其是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否足够强大？脆弱性又

主要体现在哪个环节？其原因何在？文章在“产业国家”和“民族企业”二维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根据

不同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时竞争力的“实质-表现-结果”三个层次，构建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

弱性的“二维度-三层次”测度体系，并以 2000−2013 年 84 482 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加以量化分

析，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研究表明：（1）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体现在高技术产业竞争力

的实质和表现层次，而中低技术产业竞争力表现层次的脆弱性逐渐得到缓解，并且在竞争力的实质

和结果上呈现出稳固状态。（2）在高技术制造业，国内行业上游度水平的提升和国外跨国公司对研

发环节控制力的增强是竞争力在实质和表现层次出现脆弱性的原因，行业上游度的提升也会让民

族企业的竞争力在结果层次上存在潜在风险。（3）在中低技术制造业，国外跨国公司在营销环节的

控制力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上的优势，是竞争力表现层次脆弱性的原因，而行业上游度水平巩固了

民族企业竞争力实质层次上的优势，但会削弱其结果层次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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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20 年第一季度，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蔓延让正在不断被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所侵蚀的国

际贸易自由化变得更加不确定。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一国产业或企业对经营活动所需外部资源

的高度依赖将导致其在利益相关者压力下的稳定状态遭到破坏，继而导致系统不稳定的风险状

态，即为产业（企业）脆弱性（Kassinis 和 Vafeas，2006）。中国制造业具有国际市场占有率体量大、

高度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但“两端在外”的特点。一方面，中美科技领域的

“局部脱钩”正在展开，打压以华为、中兴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民族企业依旧是美国对华科技

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另一方面，中国在过去 40 多年基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而形成的产业竞

争力，将受到要素成本和单边主义的影响，可能出现过早、过快弱化的“早产”性质，而以越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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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力则在持续增强。因此，全球经贸格局的加速动荡必然会导致中国制

造业基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GVC 布局以及源于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竞争力的稳定

性遭到破坏，继而呈现风险状态。尤其是面对疫情暴发后日本、美国等先后宣布对本国制造业企

业从中国回迁的资助政策，甚至发出 GVC“去中国化”的极端言论，民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

观基础，其核心竞争力的稳定性将直接决定中国制造业受疫情冲击的恢复能力。①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围绕中国制造业所包含的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两大类微观主体，将中

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界定为一个特定产业内外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统计上显著地

高于民族企业的一种风险状态。 ②在这种状态下，全球经贸格局动荡所导致的供应链断裂的

隐患，将影响高度依赖 GVC 上下游的在华外资企业运营的稳定性，继而影响“连锁全球化”

（Chained Globalization）下中国在该产业上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性。

“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的制造业承载着实现《中国制造 2025》发展目标的重任，

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步伐，各国企业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将由“效率、利润和

全球化”的传统标准转向“效率与韧性、利润与安全、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新考量。在这一进程

中，GVC 被比作“新型的枷锁”（阎海峰，2020），成为制约一国特定产业竞争力或控制力的重要因

素。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了解：面对不确定的全球经贸格局，中国制造业尤其是民族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是否足够强大？是否存在脆弱性？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又主要体现在哪个环

节？其原因何在？解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构建基于微观主体（企业）的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

弱性的测度体系，继而判断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是否足够稳固以应对冲击，这也将有助于民

族企业进行客观而清晰的定位，更有针对性地发现短板，继而提出能够在保持中国制造业“基础

性地位”的同时，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对策。

前期相关研究主要以产业为核心构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任若恩，1996；陈

立敏和谭力文，2004）。在量化指标的构建方面，普遍沿袭了波特的思想，强调一国特定产业通过

向国际市场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更多产品，采用以出口总量计算的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等指数来代表产业国际竞争力。部分研究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

体系进行了理论探讨（裴长洪和王镭，2002），随着微观数据可获取性的增加，近期从企业出口结

构或所得利益的视角设定国际竞争力的单一量化指标的研究逐渐增多（张杰等，2013；张鹏杨和

唐宜红，2018；肖宇等，2019）。

然而，国际贸易已经进入中间品和最终品跨境流动同时存在的时代，贸易的本质出现了改

变；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从新古典到以“任务贸易”为核心的“新新新”贸易理论的演进，单一

量化指标无法揭示企业国际竞争力从来源到结果的形成机理，继而无法对企业竞争力的薄弱环

节进行准确定位。贸易投资活动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表现，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企业通

过出口或 OFDI 进入国外市场，需要承担更多的信息成本、运输成本或较高的固定成本，只有当

企业的生产率超过一定的门槛值之后，才具备“走出去”的能力（Melitz，2003），生产率是企业参与

国际分工的基础条件。正如 Krugman（1994）强调一国的竞争问题其实就是纯粹的国内生产率问

题，企业的生产率是其参与国际竞争的实质。但在现实的贸易活动中，常常会出现生产率较高的

发达国家把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悖论”，因此竞争力应该还包含除了效率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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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民族企业是指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本土企业和开展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

② 脆弱性（Vulnerability）起源于流行病学，随后被应用到金融系统、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但其概念尚未得到统一界定，因学科和

研究视角而异。本文在界定产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概念时，既参考了管理经济学领域中的资源依赖理论，又参考了刘林青和谭力文（2006）

有关产业脆弱的竞争力模式的界定，即“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结果是产业国家竞争力强而产业企业竞争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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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等因素，如劳动成本的投入等。这一观点又将竞争力的测度回归到基于要素禀赋的新古典

贸易理论，即不同国家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份额可以体现出该国在对应产业的比较

优势，是一国出口贸易“体量”竞争力的表现。伴随着碎片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间品会出现多

次跨境流动，因此基于总量贸易统计方法的出口市场份额无法体现企业参与 GVC 分工的真实利

得，需要从贸易的“量”深入到“质”。贸易增加值核算体系中分解技术的不断完善，则有助于剔

除加工贸易对一国出口体量的统计幻象（沈国兵和李韵，2017），反映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获利能

力，即竞争力的结果。企业竞争力结果的大小将决定其是否通过参与 GVC 分工的“干中学效

应”，把贸易利得转变成为企业抵御风险的韧性。因此，以企业为微观基础的一国制造业国际竞

争力的测算经历了一个从基于生产率的实质到基于国际市场份额体量的表现，最终到真实贸易

利得的结果的递进过程。

此外，从企业边界来看，在 GVC 分工体系中，企业的边界早已超越国家的边界，一国制造业

在“产业国家”的生产地理维度和“民族企业”的企业国籍维度的表现将直接影响其是否存在脆

弱性风险（刘林青和谭力文，2006）。中国成为世界出口大国的重要因素是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

动为本质的 GVC，随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外资企业将全球生产要素聚集到中国，与

中国的生产要素结合而进行产品专业化生产，提升了中国相关产业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

然而在这一全球要素的整合过程中，中国国内生产要素获取的收益高度依赖于外资企业的出口

（周琢和祝坤福，2020）。因此，产业边界和企业边界两个维度的有机结合才能较全面地评估一国

特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稳固程度（张其仔，2019）。基于国际分工的最新特点，本文尝试厘清企业

“国籍”所引致的“国家−产业−企业”不同主体之间经济活动的关联以及如何影响一国产业中

不同层次国际竞争力的机理，在“产业国家”和“民族企业”二维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

型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时竞争力的“实质−表现−结果”三个层次，创新性地构建中国制造业国际

竞争力脆弱性的“二维度−三层次”测度体系，并以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测算结果显示，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实质和表现层次，而中低技术

产业竞争力表现层次的脆弱性逐渐得到缓解，并且其在竞争力的实质和结果层次上呈现出稳固

状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高技术产业中，国内行业上游度水平的提升和国外跨国公

司对研发环节控制力的增强是竞争力在实质和表现层次上脆弱性的原因，同时行业上游度的提

升也会让民族企业的竞争力在结果层次上存在潜在风险；在中低技术产业中，国外跨国公司在

营销环节上的控制力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优势，是形成竞争力表现层次脆弱性的原因，而行

业上游度水平的提升在巩固民族企业竞争力在实质层次上的优势的同时，也会削弱其竞争力在

结果层次上的优势。

本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1）在理论意义上，丰富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内

涵，对国际贸易理论演进在中国的实践进行检验；以企业为核心，从产业内部结构深入剖析一国

内不同“国籍”的企业对其生产活动实际发生地、企业所属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以及竞争

力的“实质−表现−结果”三个层次之间的传导机理，继而构建更加立体、客观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脆弱性的评价体系。（2）在竞争力的测度指标构建与计算方面，利用多个数据库匹配整理后得到

的大量企业微观层面的生产运营、中间品进出口、贸易类型、“国籍”等统计数据，基于增加值的

角度构建新的评价指标和进行测算，重新评估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厘清“产业国家”和

“民族企业”的归属，继而发掘存在脆弱性隐患的竞争力层次。（3）在实际意义上，以“放大镜”的

方式，从两个维度对出现脆弱性隐患的竞争力层次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定量分析，有针对性地

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短板，以期制定出有效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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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评价体系的微观机理

（一）企业作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的微观主体的理论依据

产业竞争力实质上是由聚集在产业内的企业的竞争力组成的（陈立敏和谭力文，2004）。前

期相关研究采用行业层面统计数据来设定指标测度产业竞争力，然而行业的比较优势仅仅是企

业生存的竞争环境，并不意味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具备竞争力，也无法有效反映行业内

部企业的异质性（张杰等，2013）。其实，市场竞争实际上不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公司与

公司之间进行；没有强大的公司，就不会有持续的发展。①因此，脱离了企业作为微观主体的产业

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是无法真实客观地测度一国特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参与国际分

工所处的地位和贸易利得，继而也就无法判断其是否存在脆弱性隐患。

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模型中，国际分工主要发生在最终品层面，其中最具代表的比较优势

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都默认了从国家到产业再到企业的“包含关系”，即一种产品的完整生产环

节在一国内完成，因而“国家”替代了“企业”（刘林青和谭力文，2006）。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分

工开始由产品间分工转向产品内分工，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新贸易理论开始把“企业”作为参与

国际分工的主体。随着全球纵向一体化的加深，基于序贯生产和生产环节“碎片化”的中间品贸

易理论强调了“生产过程”的地理分离（Feenstra 和 Hanson，1996），与 Gereffi（2001）提出的 GVC 分

工形成呼应。兴起于 21 世纪初的新新贸易理论则进一步把“企业”置于分工理论的核心，认为企

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决定其参与 GVC 分工的方式（Helpman 等，2004）；随后，以“任务贸易”为核心

的“新新新”贸易理论又回归到产品生产任务，认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其如何通过外包等

投资组合方式有效利用全球资源，以生产环节参与 GVC（Baldwin 和 Venables，2011）。

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跨国公司，其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态变化更能从微观层面体

现出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与竞争优势的来源相

关。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指出，企业独特的优势或无形资产的所有权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的前提。随后，企业资源和能力学派强调，企业内部因素的差异性尤其是企业核心能力决定其是

否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企业若要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必须培育、提高、运用企业核心能力。然

而，随着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企业内部资源无法满足持续的竞争优势，需要进一步在

全球寻找高效合理的资源配置，其本质就是跨国公司基于 GVC 的生产环节的地理分离。因此，

在考虑一个国家特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时，所包含的跨国公司参与 GVC 的程度和引领 GVC 的

能力，直接决定其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继而影响其所属行业竞争力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

GVC 是国际竞争力从企业传导至行业的重要渠道。

（二）“二维−三层次”产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评价体系

1. “产业国家−民族企业”两个维度。2011 年《IMD 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将竞争力定义为“国

家与企业如何运用总体性的能力来达到更大程度的繁荣”，这一思想与以 Kogut（1985）为代表的

价值链比较优势理论以及 Rugman（1981）提出的“国家特定优势−企业特定优势”组合一致，认为

国家层面和企业自身的因素同时会影响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随着 GVC 逐渐成为连接各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纽带，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应该包含在一国地理范围内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不同类型企业以及民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能力（刘林青和谭力文，2006）。尤其是当

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开放阶段时，如果按照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所假设的

“产业的主体依旧是本国企业，而 FDI 企业的影响是弱小的”，那么这将无法反映国外跨国公司

余    珮、蔡正芳、刘林青：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新测度与解读

① 虽然大多数研究关注政府的核心作用，但迈克尔•波特（2000）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曾指出微观基础对于一个国家增长和繁荣的重

要性，强调公司对于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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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道国的影响。事实上，以 FDI 为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

力（周琢和祝坤福，2020）。另外，中国从 2014 年 OFDI 流量首次超过 FDI 至今，一直位居世界第

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不仅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行为，而且也应

该考虑民族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这样才能体现后发国家企业从嵌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的

GVC 到构建自己主导的 GVC 的升级趋势。因此，本文借鉴刘林青和谭力文（2006）的研究，以企

业为主体来构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评价体系的两个维度：一是根据企业生产活动实际发

生的地理区位，把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和没有进行 OFDI 的中国本土企业纳入到“产业国家”维

度；二是根据企业的“国籍”属性，把本土企业和 OFDI 企业纳入到“民族企业”维度。

2. 国际竞争力的“本质−表现−结果”三个层次。基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以行业 RCA 指数

为代表的测算指标已经无法真实反映一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贸易利得，尤其是以加工

贸易为主的产业，总值统计口径会夸大贸易利得。此外，在双向开放的经济体中，不同“国籍”企

业的参与以及本土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影响因素都会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带来冲击。因此，在

二维评价体系下，单一层次的评价指标无法体现一个国家特定产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国

际化发展进程。迈克尔•波特（2000）认为一国特定产业向国际市场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更多

产品并持续获利的能力即为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金碚等（2013）则从生产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

国竞争力的实质是一国特定产业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生产力，将决定该产业的产品国际市场

占有率和盈利能力；Burton（1994）把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分为“生活水平−贸易竞争

力−生产率−投资”四个层次；陈立敏和谭力文（2004）则在 Burton（1994）的基础上，构建了产业层

面的国际竞争力四层次评价体系，投资是竞争力的来源，生产率是竞争力的实质，市场份额是竞

争力的表现，利润则是竞争力的结果。本文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可以看成是该产业包含

的微观主体（企业）从以生产率为竞争力的实质，到以国际市场份额为表征的竞争力的表现，再到

以 GVC 获利能力所体现的竞争力的结果的一种综合能力。

3. 产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评价体系。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本文围绕中国制造业所包含的外

资企业与民族企业两大微观主体，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界定为一个特定产业内外

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统计上显著地高于民族企业的一种风险状态（见图 1）。由于在华外资企

业高度依赖 GVC 上下游的关联，当一个产业存在这种风险状态时，全球经贸格局动荡所导致的

供应链断裂隐患将影响在华外资企业运营的稳定性，继而影响中国在该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的

可持续性。

在图 1 的评价层次方框中，竞争力的实质为第一层次，用企业生产率来表示。生产率被认为

是影响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竞争问题甚至在实质上被认为是纯粹的国内生产率问题

（Krugman，1994）。任若恩（1996）首次在国内用生产率作为测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指标；近

期，张其仔（2019）用全要素生产率来代表中美两国的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企业

异质性贸易理论证明了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会选择以出口或 OFDI 方式参与国际竞争（Melitz，

2003），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超过一定的门槛值之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通过 GVC 的前后向关

联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继而有利于企业国际市场份额的提升，即到达竞争力的表现层

次。在这一层次，企业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可以体现市场力量，理论上可以为企业获取利润

奠定基础。然而，在以中间品贸易为核心的 GVC 分工体系中，出口总量统计将夸大处于产业链

下游、从事加工贸易的新兴国家企业的出口表现。部分研究已经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测度一

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戴翔，2015；沈国兵和李韵，2017）。在企业微观层面，张杰等（2013）研究发现，

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尽管出口了大量技术程度高的产品，但由于受到国外原材料

零部件供应商与国外购买商的双重挤压，只获得了较低的国内附加值，难以获取高额利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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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竞争力的结果层次，只有企业不断向 GVC 中高端攀升，才能够获取更高的贸易利益，维持

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评价维度 评价层次 脆弱性识别标准

产业国家维度

竞争力的实质：

企业生产率

竞争力的表现：

国际市场份额

竞争力的结果：

GVC获利能力

竞争力的实质：

企业生产率

竞争力的表现：

国际市场份额

竞争力的结果：

GVC获利能力

竞争力的实质：

企业生产率

竞争力的表现：

国际市场份额

竞争力的结果：

GVC获利能力

外资企业

脆弱性

脆弱性

脆弱性

本土企业

OFDI企业

民族企业维度

强

强

强

弱

弱

弱

弱

弱

弱

 
图 1    产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评价体系

注：脆弱性识别标准中的“强”和“弱”满足统计学上外资企业的竞争力测度值显著地强于两类民族企业。
 

三、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测度指标与数据处理

（一）指标设定

1. 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质。跨国公司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其生产链，

遵循从效率低的地区向效率高的地区进行梯度转移，这是组织的内在逻辑（阎海峰，2020），即生

产效率是企业运营的核心指标，这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强调以生产率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门

槛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表示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质，①采

用 LP 测算方法，选取企业销售收入代表产出，企业固定资本、从业人数、材料投入分别作为资本

投入、劳动力投入和中间品投入。借鉴尹恒和杨龙见（2019）的方法，本文利用 2005–2007 年完整

的中间投入分项及工资、福利费等数据，按比例估算出销售成本中不属于材料投入的部分，得到

2000–2013 年的企业材料投入，并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工业生产购进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以 2000 为基期）；同样，企业固定资本也按“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2. 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一国竞争力的核心是指在相对较强的贸易部门实现有利的国际

贸易条件，主要体现在国际市场份额上。②本文用样本企业拥有的不同产品 RCA 指数加权来揭

示企业是否能有效利用中国“产业国家”维度的比较优势，实现出口贸易“体量”的竞争力。具体

公式如下：

余    珮、蔡正芳、刘林青：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新测度与解读

① 本文界定企业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二位码为 13-43 的行业为制造业企业。

② 参见罗伯特·D.阿特金森：《新冠疫情影响下对美国制造业战略的反思−应对中国技术崛起的国家产业战略案例》，《东西智库》，

202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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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 、 和 分别代表 HS2 位码出口产品、国家和年份， 代表企业出口 产品占企业总出口

的比重， 代表产品层面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即 国 产品在 年份的出口

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 产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国家和企业 HS2 位码

出口商品数据分别来自 UN Comtrade 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impad j_O

f it impad j_P
f it f i t

impad j_O
f it |BEC

λ1 λ2

3. 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结果。本文采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来测度国际竞争力的

结果，该指标可以综合考虑中间品投入对企业不同贸易方式的影响，继而更加客观地反映企业

的出口获利能力。在李胜旗和毛其淋（2017）、盛斌和陈帅（2017）的基础上，本文运用 2000−2013 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合并数据，对企业 DVAR 进行测算，

主要考虑：第一，将公司名称中含有“进出口”“经贸”“贸易”“科贸”“外经”等字样的企业归为

贸易代理商，按企业主营业务所属 4 分位行业中贸易代理商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加权，得到企业

经贸易代理商间接进口的份额；剔除该部分后，调整后的企业一般贸易进口额和加工贸易进口

额分别为 和 ，下标 、 和 分别代表企业、行业和年份。第二，将加工贸易进口的产品

全部视为用于生产出口品的中间投入，将一般贸易进口的产品按 BEC 分类标准分成中间品、资

本品和消费品，一般贸易的中间品进口额调整为 。第三，根据 Koopman 等（2014）的分解

方法，计算出国内原材料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 ）和进口中间品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 ）。第

四，按照 Kee 和 Tang（2016）的方法处理过度进口。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国内增

加值分别为：①

DVARO
f it = 1−

impad j_O
f it |BEC + (λ1−λ2)× sale f it

sale f it

（2）

DVARP
f it = 1−

impad j_P
f it + (λ1−λ2)× expP

f it

expP
f it

（3）

由于混合贸易企业的出口中既包含一般贸易又包含加工贸易，因此其出口国内增加值按照

企业总出口中的一般贸易占比和加工贸易占比加权计算：

DVARM
f it = 1− [wP×

impad j_P
f it + (λ1−λ2)× expP

f it

expP
f it

+wO×
impad j_O

f it |BEC + (λ1−λ2)× (sale f it − expP
f it)

(sale f it − expP
f it)

] （4）

sale f it expP
f it wO wP其中， 为企业当年销售收入， 为企业加工贸易的出口额， 和 分别是混合贸易企业中

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的比重。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后的数据。首先借鉴

田巍和余淼杰（2013）的方法，得到 84 482 家企业的 260 657 个观测值。随后，根据企业所有权的归

属和经营活动的地理范围将企业划分为“产业国家”和“民族企业”两个维度。②把符合定义的民族企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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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加工贸易企业为加工出口份额等于 1 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为加工出口份额为 0 的企业，混合贸易企业为加工出口份额介于 0

与 1 之间的企业。

② 参考聂辉华等（2012）的做法，本文将外资企业定义为实收资本中外国资本占比大于或等于 25% 的企业，民族企业定义为实收资本中

外国资本占比小于 25% 且余下资本为国家资本、集体资本、个人资本和公司资本的企业，外资企业不包含中国港澳台企业；测算外资企业竞

争力所用统计数据均是参考其在华子公司的运营情况。由于 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缺失实收资本及分项数据，因此本文样本期不包含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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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名录》和 BVD（Zephyr）数据库匹配出中国 OFDI 企业，剩余企业为本土企业。

由于 OFDI 企业海外子公司数据难以获取，根据企业垄断优势理论，子公司在战略资产的掌控和

组织管理方面与母公司具有较高的相似性（Mayer 等，2010），因此，本文用母公司的数据替代

OFDI 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相关数据。

四、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测度结果

本文利用单要素方差分析法（Oneway ANOVA）来检验多组样本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以此从

统计上客观地界定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包含本土企业与 OFDI 企业）在不同层次竞争力差异的

显著性，继而判断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是否存在脆弱性以及存在脆弱性的具体环节。在运用

方差分析前，本文还验证了每组样本都符合正态分布，且 TFP、RCA 和 DVAR 间不存在相关性。

（一）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实质的脆弱性

表 1 显示，总体而言，OFDI 企业均值−外资企业均值、OFDI 企业均值−本土企业均值都为正

且显著，这符合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预期，即对外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最高。在中低技术制造

业，除去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时间段，外资企业、本土企业和 OFDI 企业的 TFP 值都呈现升序排列，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部结构呈现比较理想的状态，并不存在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现象；在高技

术制造业，自 2006 年开始本土企业表现出 TFP 显著地小于外资企业的特征，这揭示了中国高技

术产业在国际竞争力实质层次上存在脆弱性风险。
 

表 1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实质的脆弱性测度结果

技术类型 中低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年份
本土企业均值

−外资企业均值

OFDI 企业均值

−外资企业均值

OFDI 企业均值

−本土企业均值

本土企业均值

−外资企业均值

OFDI 企业均值

−外资企业均值

OFDI 企业均值

−本土企业均值
2004 0.214 0.888 0.674 0.038 3.070 3.031
2005 0.168 0.748 0.580 −0.058 0.829 0.887
2006 0.100 0.650 0.550 −0.097 0.691 0.788
2007 −0.010 0.622 0.632 −0.161 0.791 0.952
2008 0.027 0.711 0.685 −0.115 0.696 0.811
2010 −0.045 0.491 0.536 −0.228 0.298 0.526
2011 0.028 0.530 0.502 −0.147 0.416 0.563
2012 0.045 0.500 0.455 −0.051 0.477 0.528

2013 0.052 0.543 0.490 −0.070 0.439 0.509

　　注：（1）由于 OFDI 企业的相关统计信息从 2004 年才开始完整披露，因此 2000−2003 年缺失数据较多。为了便于比较，此处汇报

结果的起始年份为 2004 年。（2）本文根据《高技术产业（制造业）统计分类目录（2017）》划分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其余企业根据

OECD 的中低技术和低技术标准统一归为中低技术制造业企业。（3）表中粗体代表通过 P<0.05 显著性检验的均值差额。下同。
 
 

（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表现的脆弱性

表 2 显示，在中低技术制造业中，2004−2010 年本土企业的 RCA 显著地低于外资企业，但从

2011 年开始，外资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优势变得不显著；OFDI 企业与本土企业的 RCA 值差异基

本不显著，但其 RCA 值也低于外资企业，因此，在竞争力的表现这一层次，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国

际竞争力呈现脆弱性特征，但 2011 年后的脆弱性得到缓解。然而，在高技术制造业中，相对于外

资企业，本土企业和 OFDI 企业在国际市场份额上的劣势有持续的趋势，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

外资企业的 RCA 值显著高于民族企业。这一发现与周琢和祝坤福（2020）的研究相似，即外资企

业实际上是其所属母国跨国公司基于 GVC 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再组合的载体，其本质就是需

要利用各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继而扩大在全球产品市场上的影响力。结合表 1 的测度结果，

在中低技术产业中，中国虽然被誉为“世界工厂”，民族企业在生产率具有优势的前提下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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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对较低的国际市场份额，这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相背。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随着中国

要素成本的上升，传统制造业出现了向外转移，导致本土企业的出口份额相对下降；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的重点出现了向国内消费市场转移的趋势，并且中低技术民族企业的 OFDI 可能是贸

易替代型。此外，外资企业仍然是中国“产业国家”维度国际竞争力“体量”的主要贡献者。
 

表 2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表现的脆弱性测度结果

技术类型 中低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年份
本土企业均值

−外资企业均值

OFDI 企业均值

−外资企业均值

OFDI 企业均值

−本土企业均值

本土企业均值

−外资企业均值

OFDI 企业均值

−外资企业均值

OFDI 企业均值

−本土企业均值
2004 −0.138 −0.485 −0.347 −0.154 0.222 0.376
2005 −0.077 −0.223 −0.146 −0.109 0.236 0.345
2006 −0.095 −0.339 −0.244 −0.045 −0.175 −0.130
2007 −0.055 −0.168 −0.113 −0.063 −0.187 −0.124
2008 −0.052 −0.189 −0.138 −0.083 −0.249 −0.166
2010 −0.051 −0.195 −0.144 −0.130 −0.266 −0.135
2011 −0.025 −0.173 −0.148 −0.071 −0.169 −0.098
2012 −0.020 −0.115 −0.094 −0.086 −0.128 −0.042

2013 −0.012 −0.094 −0.082 −0.077 −0.161 −0.084
 
 

（三）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结果的脆弱性

表 3 显示，民族企业的真实贸易利得整体上要高于外资企业，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中，民族

企业能够通过贸易给中国带来更高的实质利润，国际竞争力的结果层次并未呈现典型的脆弱性

现象。在华外资企业的 DVAR 值之所以会普遍低于民族企业，这正是其母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

置资源而刻意安排的必然结果。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寻求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

率，仅仅把生产和组装环节安排在中国，但这些产品生产过程中较大比例的中间品投入来源于

其母公司遍布于全球的上游产品的供给，对中国的本地化采购比例相应较低。因此，在华外资企

业的国际市场份额 RCA 值较高，但来自中国的国内附加值不高，中国制造业在“产业国家”维度

仍然没有改变“为他人作嫁衣”的地位（张杰等，2013）。进一步计算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加工贸易

企业的占比后发现，三类企业中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最高，2000 年达到了 22.29% 后呈现下

降趋势，①并且随着该比重的降低，DVAR 值会升高。
 

表 3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结果的脆弱性测度结果

技术类型 中低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年份
本土企业均值

−外资企业均值

OFDI 企业均值

−外资企业均值

OFDI 企业均值

−本土企业均值

本土企业均值

−外资企业均值

OFDI 企业均值

−外资企业均值

OFDI 企业均值

−本土企业均值

2004 0.131 0.199 0.068 0.239 0.241 0.003

2005 0.117 0.150 0.033 0.220 0.249 0.029

2006 0.104 0.120 0.016 0.182 0.230 0.048

2007 0.092 0.106 0.013 0.214 0.215 0.001

2008 0.084 0.102 0.018 0.201 0.206 0.005

2010 0.090 0.084 −0.005 0.187 0.185 −0.002

2011 0.052 0.053 0.001 0.097 0.110 0.014

2012 0.054 0.060 0.006 0.106 0.109 0.003

2013 0.053 0.054 0.001 0.099 0.094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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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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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测度结果可知，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

力的实质和表现层次，全球经贸格局的动荡将影响“连锁全球化”下国外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

运营和中国在该类产业中国际竞争力的稳定性；而在中低技术产业的生产率水平这一竞争力实

质层次以及制造业整体对中国贸易利得的贡献这一竞争力的结果层次，民族企业都具有优势，

目前并不存在竞争力的脆弱性状态。

五、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原因

（一）产业国家维度

Antràs 等（2012）测算的上游度指数从生产角度刻画了一个国家特定产业基于自身比较优势

参与 GVC 国际分工时在生产链上所处的位置，如果离最终环节越远，则位于生产链的上游环节，

从事研发等增加值较高的活动。因此，行业上游度指数代表了一个国家在该行业中要素禀赋的

高端程度以及通过参与 GVC 对价值的捕获能力和对核心资产的控制能力。本文用中国在特定

产业的 Antràs 上游度指数来测度“产业国家”维度的高端要素禀赋优势，检验这一因素对样本企

业不同层次竞争力的影响。行业上游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Ui = 1× Fi

Yi

+2×
∑N

j=1 di jF j

Yi

+3×
∑N

j=1

∑N
k=1 dikdk jF j

Yi

+4×
∑N

j=1

∑N
k=1

∑N
l=1 dildlkdk jF j

Yi

+ ... （5）

Ui i di j

j i Fi i
∧

di j = di j

Yi

Yi−Xi+Mi

di j

其中， 为 行业最终产品以及各阶段中间产品在总产出中所占比率的加权平均值， 为生产 1 单

位 行 业 的 产 品 对 产 业 中 间 品 的 消 耗 ， 为 行 业 产 出 的 最 终 产 品 ； 在 开 放 经 济 中 ， 利 用

来替代 ，其中，Xi、Yi 和 Mi 分别代表 i 行业的出口、总产出和进口。数据来自 WIOD

数据库，且选取 2013 年横截面数据。设定以下计量模型来检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

通过对比不同类型企业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来发掘导致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核心

因素：

Cm f
= β0+β1Ui+C f +ε f , ( f = 1,2, · · · ,n;m = 1,2,3) （6）

Cm f
m

Ui C f

ε f

其中， 代表企业国际竞争力，当 =1，2，3 时，分别代表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质、表现与结果；

代表企业所在行业的上游度指数； 代表控制变量，包括用企业总资产表示的企业规模、企业

成立时间、企业出口中加工贸易占比以及 4 分位行业中企业的竞争程度（用基于主营业务收入计

算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来测度）； 代表随机扰动项。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整体而言，行业上游度对企业竞争力的实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

竞争力的表现和结果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反映出“中国制造”形成的巨大国际市场份额和

所获得的贸易利得均与行业高端要素禀赋成反比，也在某一程度上说明知识要素并不是中国

“产业国家”维度的比较优势，而“中国出口”的竞争力依旧是由劳动和资源成本等传统要素所决

定的。但行业上游度对高技术产业企业 TFP 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尤其是对高技术民族企业，更是

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中低技术产业中，民族企业却比外资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行业层面

的高端要素来提升竞争力实质。表 1 中的结果也显示中低技术产业中民族企业的 TFP 值要显著

地高于外资企业，因此该类产业中的民族企业需要继续通过企业特定优势与产业维度优势的良

性匹配来巩固现有的竞争力实质优势。在高技术产业中，虽然表 1 显示 OFDI 企业整体上比外资

企业的 TFP 表现得更好，但表 4 显示行业上游度对高技术民族企业的 TFP 存在负向影响，这可

能是因为 OFDI 企业并没有把其 TFP 优势与行业比较优势有效结合，甚至存在匹配不佳而导致

其在竞争力实质层次上的优势不稳固，或者可能是因为外资企业挤占了产业链高端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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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行业上游度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1）TFP （2）RCA （3）DVAR （4）TFP （5）RCA （6）DVAR （7）TFP （8）RCA （9）DVAR

解释变量 外资企业总体 中低技术外资企业 高技术外资企业

行业上游度
0.028***

（0.011）

−0.445***

（0.018）

−0.023***

（0.003）

0.022**

（0.011）

−0.496***

（0.020）

−0.017***

（0.003）

0.040
（0.055）

0.700***

（0.046）

−0.097***

（0.015）

观测值 7 574 7 574 7 574 6 179 6 179 6 179 1 392 1 392 1 392

解释变量 民族企业总体 中低技术民族企业 高技术民族企业

行业上游度
0.079***

（0.009）

−0.447***

（0.014）

−0.021***

（0.001）

0.088***

（0.009）

−0.520***

（0.015）

−0.019***

（0.002）

−0.093**

（0.037）

0.664***

（0.035）

−0.065***

（0.007）

观测值 13 069 13 069 13 069 11 061 11 061 11 061 1 989 1 989 1 989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和***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民族企业包含本土企业和 OFDI 两类企业，均含有控制变量。

以下各表同。
 
 

行业上游度对国际竞争力的表现和结果这两个层次的影响在外资企业和民族企业之间并

不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中低技术产业中，两个子样本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由于中低技术

产业的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作为“产业国家”的中低端要素禀赋与其自身的特定优势相结合，

在中国进行与本土企业差别不大的生产活动，因此“产业国家”维度对这两类企业出口的“量”与

“质”的影响并无差异。在高技术产业中，行业上游度对两大类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表现均呈现显

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两大类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结果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高技术产业上游

度指数的增加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出口体量，但同时会降低企业的贸易利得。结合表 2 和

表 3 中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在竞争力的表现和结果上的差异显著程度，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国

制 造”大 而 不 强 的 事 实 。 在 华 部 分 高 技 术 产 业 中 的 外 资 企 业 ， 尤 其 是 在 中 国 已 经 表 现 出 向

GVC 中高端攀升趋势的行业，为了防范中国民族企业的追赶，往往会刻意减少与中国本土企业

的合作以及中间品的采购，因此，这些企业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产业国家”维度的中低端要素

优势，同时凭借其国际市场渗透程度的优势扩大国际市场，但使用国内中间品的比率并不高，对

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贡献也不高，也很容易受到外界冲击或者突发性事件的影响而改变在中

国的生产布局，导致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呈现脆弱性状态。

（二）民族企业维度

在 GVC 分工背景下，从事高附加值生产活动的企业（特别是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设

计和品牌商）主导着 GVC 及其租金分配。本文从企业对 GVC 的控制能力和全球布局能力两个

方面来分析中国制造业中民族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时表现脆弱的原因。

本文采用企业所属母公司的全球专利申请数来测度跨国公司基于 GVC 的“微笑曲线”左上

端研发环节的控制能力，采用品牌实验室公布的母公司品牌评分来测度跨国公司对“微笑曲线”

右上端营销活动的控制能力，选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设定的跨国化指数（Trans

Nationality Index，TNI），即海外销售占比、海外资产占比和海外雇员占比三者之和的平均数来反

映一家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能力。国外跨国公司选取 2013 年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中所包含的

本文样本中的 51 家母公司的 143 家在华子公司，中国跨国公司选取同年 500 强企业中所包含的

本文样本中的 40 家中国公司的 118 家子公司。①模型设定与式（6）相同，分别用三个能力指标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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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2013 年全球 500 强中的中国企业属于高技术产业的数量较少，为了让分析结果更具有可比性，本文将 2013 年中国 500 强企业中

的高技术企业也纳入到中国跨国公司样本中。由于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划分标准与 OECD 国家不同，民族企业在子样本分类时有 4 家企业无

法对应到具体的行业类型。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在计算 TNI 指数时，外资企业和民族企业的样本分别为 56 家和 7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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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上游度指数。

1. GVC 的控制能力。跨国公司全球专利申请数来源于欧洲专利局（EPO）的全球专利库中

2013 年公开的企业申请数量，品牌评分来源于 2013 年品牌实验室公布的评分排行榜。表 5 显

示，与民族企业相比，高技术产业中的国外跨国公司研发能力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其在华子公

司的 TFP 和国际市场份额，但对 DVAR 存在负向影响趋势。而在中低技术产业中，母公司研发环

节的能力对子公司三个层次的竞争力的影响均不显著。与“产业国家”维度的影响类似，这一结

果证实了高技术产业在华外资子公司对母公司核心技术的高度依赖，而正是这种依赖降低了其

对中国境内中间品的需求，更多的是把中国产业维度的中低端要素与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相结

合，在扩大出口体量的同时，对中国国内增加值的贡献度较低。甚至有部分外资企业会通过制定

全球标准专利和技术或者技术出口限制，对中国的民族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抑制民族企业的国

际市场份额和高技术领域生产率的增加。因此，在华外资企业所属母公司对“微笑曲线”研发环

节的控制是导致中国高技术产业在竞争力的实质和表现层面出现脆弱性的原因。
 

表 5    跨国公司母公司研发环节控制能力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1）TFP （2）RCA （3）DVAR （4）TFP （5）RCA （6）DVAR （7）TFP （8）RCA （9）DVAR

解释变量 外资企业总体 中低技术外资企业 高技术外资企业

专利数
0.014**

（007）

0.014*

（0.008）

−0.004
（0.002）

−0.005
（0.008）

0.007
（0.013）

−0.001
（0.003）

0.029***

（0.011）

0.023**

（0.011）

−0.003
（0.003）

观测值 143 143 143 91 91 91 52 52 52

解释变量 民族企业总体 中低技术民族企业 高技术民族企业

专利数
0.023

（0.038）

0.057
（0.036）

−0.007
（0.005）

0.038
（0.051）

0.013
（0.048）

−0.008
（0.006）

0.044
（0.060）

0.044
（0.055）

0.002
（0.012）

观测值 118 118 118 85 85 85 29 29 29
 
 

表 6 显示，母公司对销售环节的控制力将有助于提升高技术产业中“中国制造”整体的生产

率，以及增加中低技术外资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但对企业参与 GVC 的利得没有显著的影响。

结合前文关于竞争力脆弱性的测度结果可知，在中低技术产业中，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力表现

层次上的脆弱性虽然呈现缓解趋势，但国外跨国公司的品牌价值和对营销渠道的控制是其产品

国际市场份额的保证，也是导致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在表现层次上呈现脆弱性状态的原因。
 

表 6    跨国公司母公司销售环节控制能力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1）TFP （2）RCA （3）DVAR （4）TFP （5）RCA （6）DVAR （7）TFP （8）RCA （9）DVAR

解释变量 外资企业总体 中低技术外资企业 高技术外资企业

品牌评分
0.018**

（0.007）

0.018**

（0.009）

−0.001
（0.003）

0.001
（0.008）

0.022*

（0.013）

−0.000
（0.003）

0.033***

（0.012）

0.015
（0.013）

−0.001
（0.004）

观测值 143 143 143 91 91 91 52 52 52

解释变量 民族企业总体 中低技术民族企业 高技术民族企业

品牌评分
0.038**

（0.015）

−0.017
（0.014）

0.002
（0.002）

0.027
（0.020）

−0.026
（0.019）

−0.001
（0.002）

0.051*

（0.026）

−0.023
（0.026）

0.006
（0.006）

观测值 118 118 118 85 85 85 29 29 29

2. 全球布局能力。跨国公司的 TNI 指数来源于《2014 世界投资报告》以及中国企业家协会

公布的 2013 年 100 家中国跨国公司的 TNI 指数。表 7 显示，国外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能力对其

在华生产活动的贸易利得呈现负向影响趋势，这也反映出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对自由”的布局特

点，但容易受全球经贸格局动荡的影响。在竞争力实质层次，高技术产业中的跨国公司国际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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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其 TFP 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说明中国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不足以及核心资产

环节对外依赖度较高，这一劣势可以部分解释高技术产业中国际竞争力的实质层次脆弱性产生

的原因。在竞争力的表现层次，TNI 指数仅对中低技术外资企业的 RCA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揭

示了中国中低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在表现层次出现脆弱性的原因，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先行

者”优势形成的全球网络布局有助于提升其在华子公司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而挤占民族企业

的份额。
表 7    跨国企业 TNI 指数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TFP （2）RCA （3）DVAR （4）TFP （5）RCA （6）DVAR （7）TFP （8）RCA （9）DVAR

解释变量 外资企业总体 中低技术外资企业 高技术外资企业

TNI
0.005

（0.003）

0.002
（0.004）

−0.001
（0.001）

0.006
（0.004）

0.010*

（0.005）

−0.001
（0.002）

0.002
（0.004）

−0.005
（0.006）

−0.002
（0.002）

观测值 56 56 56 35 35 35 21 21 21

民族企业总体 中低技术民族企业 高技术民族企业

TNI
−0.009
（0.006）

0.003
（0.006）

0.000
（0.001）

−0.011
（0.008）

0.003
（0.007）

−0.000
（0.001）

−0.032***

（0.006）

0.012
（0.017）

−0.000
（0.003）

观测值 71 71 71 54 54 54 13 13 13
 
 

六、结论与建议

贸易增加值的测算为学术界了解一国产业参与 GVC 分工的贸易利得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跨国公司主导 GVC 的实质是其基于各国生产要素的差异性，通过生产任务的碎片化在全球范围

内对生产要素重组和优化，形成生产要素国际化，因此国家间制造业实力对决的本质是各国国

家层面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与其民族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机结合后的综合能力的较量。一

方力量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稳固和可持续性发展，尤其是当民族企业的

力量薄弱时，会出现脆弱性风险，而只考虑行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不能体现出这两种力量的协

调过程。产业国际竞争力所包含的基于生产活动地理位置的“产业国家”维度和基于企业国籍

的“民族企业”维度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之一，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相继冲击

下，对高度嵌入 GVC 但“两端在外”的中国制造业而言，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

力，“民族企业”维度的国际竞争力强弱直接关系到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否存在脆弱性风险，这是

本文的现实背景。此外，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贸易利得只是其国际竞争力的结果，而产生

这一结果的企业以生产率为门槛的竞争力的实质和以国际市场占有率为表征的竞争力的表现，

都是企业获取贸易利得的必经渠道，因此用于解释企业竞争力在“实质-表现-结果”三个层次间

传递的机理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重点问题。

本文基于上述现实背景与理论基础，基于“产业国家”和“民族企业”二维评价体系，根据不

同“国籍”和类型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时竞争力的“实质−表现−结果”三个层次，创新性地构建了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二维度−三层次”的测度体系，并进一步以 2000−2013 年中国

制造业 84 482 家企业为样本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

力既不像宏观经济数字上表现得如此强大，也不像惯性思维所认定的那样只是基于廉价劳动成

本等传统比较优势而（在面对全球经贸格局动荡时）表现脆弱，而是建立在其积极主动参与全球

分工并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符的国家特定优势和企业特定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特有的“中国

制造”竞争优势。（2）“外强民弱”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高技术产业中竞争力的实质和表现层次。

（3）中低技术产业中的竞争力实质与结果层次呈现稳固性，但高技术产业在该层次的竞争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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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风险。较高的生产率是中国传统制造业面对生产要素成本上涨、逆全球化趋势蔓延而仍然

能够吸引大量外资流入的原因；同时，民族企业对国内资源依赖程度更高，对全球经贸格局的动

荡具有更强的应对能力，但需要防范高技术产业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所存在的产业链断裂隐

患。（4）中国制造业上游度水平的提升、国外跨国公司所属母公司对研发环节和营销环节的控制

及其对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优势，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局部脆弱性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制造业如何制定降低和防范国际竞争力脆弱性风险的相关策略提

供了思路：（1）中国的民族企业，尤其是在以半导体为代表且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先进制造业，需要

加强产业链安全风险的防范。一方面，采取以研发战略联盟等方式与全球范围内领先的企业和

科研院所合作，通过技术溢出、人员流动、示范效应等内化外部战略资产，增加企业内部的研发

资源储备；另一方面，通过“产学研”合作加大研发投入和全球标准化专利的申报力度，加强对知

识产权的保护，培养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倒逼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逐步

降低关键核心技术的外部依赖性，向 GVC 中高端攀升。（2）中国的民族企业需要重视世界知名

品牌的培育，尤其是在已经拥有生产率优势的中低技术产业，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华文化

精髓与品牌文化有机融合，提升中国产品在全球的渗透率，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继而进一步改善

国际竞争力表现层次的脆弱性现象。（3）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加大对高

质量外资的吸引力。鼓励优质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基于产业关联的深入合作，提高民族企业中

间品供给的质量和价格竞争力，继而增加在华外资企业生产中的本地化采购水平，发挥外资企

业对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贡献，提高民族企业在 GVC 分工中的上游度水平。同时，要重视技

术等高收益生产要素（尤其是关系到民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与无形资产相关的要素）的培育与

累积，确保在与优质外资企业合作时，民族企业能够有效学习和吸收其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而

不是被动地处于“外围”地位，以获取更高的本土要素收益与回报。（4）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加强企业 GVC 控制能力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一方面，进

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国有资产配置，培养国有企业的创新与竞争意识，加强国际化人才

资源储备，构建开放式全球创新网络，加快企业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不能忽视中小企业成为

“隐形冠军”企业的潜力，中央与地方政府可以以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为依托，实施企业培育成

长工程，形成企业发展梯队，建立多个供应商网络，为中国民族企业形成“集群式”国际化发展路

径奠定基础，从而降低因产业链安全隐患而带来的脆弱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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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easur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depth Perspective Based on Firm Level Micro-data

Yu Pei1,  Cai Zhengfang1,  Liu Linq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China;
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Summa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the spread of COVID-

19 epidemic，the turmoil in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inevitably shake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

ivenes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specially when firms’ boundaries have spanned national boundar-

ies and become the core subject of measuring a country’s industri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the stability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digeous firms will directly determine the resilience of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ocked by the epidemic.

Based on the above，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industrial country” dimen-

sion and the core assets of the “indigenous firm” dimension，and define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vul-

nerability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foreign invested firm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indigenous firms. Clarifying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in-

dustri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firms，this paper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the “double-dimen-

sion and three-level” evaluation system 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vulnerability，with 84,482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from 2000 to 2013 as the sample，to locate the fragile links and analyze the caus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vulnerability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

dustry mainly exists in the competitiveness essence and performance level of high-tech industry，while the vul-

nerability in the competitiveness performance level of medium- and low-tech industry is gradually alleviated，

and also in a stable state in the essence and result level.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industry upstreamnes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foreign MNCs’ control on R&D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vulner-

ability of the competitiveness essence and performance. The increase in industry upstreamness will also make

indigenous firms face potential risks in competitiveness result. In medium- and low-tech industry，foreign

MNCs’ advantages in marketing and global resource integration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vulnerability of com-

petitiveness performance. The industry upstreamness consolidates the advantage of indigenous firms’ compet-

itiveness essence，but also weakens the advantage of competitiveness result.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paper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it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industri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esearch，tests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evolution in China，and deeply analyzes the composition of industri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rom the

internal structure. Secondly，it assesse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ad-

ded and a large number of firm data. Thirdly，it locates the links and digs the causes of competitiveness vulner-

abilities，helping to discover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accordingly formulate

strategie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industri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irm level micro-foundation； vulnerability； trade

value-added； indigenous firms （责任编辑  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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